陈灏
剑桥大学历史系博士一年级
千高原沙龙: 冷战时期香港的“第三势力”

“第三势力”的传统

历史阶段：
在中國，「第三勢力」一詞，也有稱之為「中間勢力」者。基本上，中國的第三勢力運動，可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為大陸時期的在野黨派與「民盟」第三方面之政治勢力；後一階段則為五○年代以香港為大本營的第三勢力運動。前一階段的第三勢力運動，時間可追溯至上世紀二○年代末期，彼時國民黨北伐統一中國，開始實施「黨外無黨」的一黨專政。為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一些主張民主自由的有志之士，乃紛紛成立政黨與之抗衡。首先為1923年曾琦、李璜、何魯之等人在法國巴黎成立的中國青年黨，繼有1930年鄧演達的第三黨，和1934年張君勱的國家社會黨；其後又有所謂的三派：梁漱溟的鄉村建設派、黃炎培的職業教育社與沈鈞儒的救國會，此即大陸學者所說的「民主黨派」。

上述諸政黨均標榜為國、共之外的第三股政治勢力，這些中間黨派都有其政治主張與理想，然實力薄弱，尚不足以對國民黨構成威脅。所以雖然言為第三勢力，其實僅略具雛型而已。且當時處在國民黨專政的訓政時期，常備受國民黨打壓，存在相當不易。1937年，抗日戰爭的爆發，才為這些中間黨派的生存發展提供了機會。原因是國民黨為營造朝野團結一致，共赴國難的氛圍，主動釋出善意，開始改變對在野黨派的態度，從是年7 月「廬山談話會」的召開，邀請在野領袖共商國是，到其後9 月的「國防參議會」之成立，網羅在野人士參加，即可見一斑。 此「意在集中各黨各派人物」，即為國民黨改善與各黨各派關係之先聲，而亦為渠等中間黨派尋得一有利發展契機，即支持國府抗戰，進而取得合法存在的條件。

1938年，青年黨領袖左舜生與國社黨領導人張君勱和國民黨總裁蔣介石交換信函，在此情況下，兩黨才正式取得合法承認地位。各小黨派雖與國民黨關係大有改進，然追求民主政治仍是其努力奮鬥的目標。因此，即便國家處於抗戰的艱困時刻，它們仍希望在抗戰中推進民主憲政，這使得中間黨派與共產黨的政治主張相契合，從而營造雙方相互援引合作之機。尤其大家在爭民主、自由、憲政理念一致下，在四○年代初期，國民黨專制獨裁又逐漸趨強之際，終於使得這些原本各自為政，甚至政治立場相去甚遠的小黨派，捐棄成見，共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即日後之「民主同盟」。「民盟」成員來自於「三黨三派」，內部有左右派之分，有親共如救國會者，也有堅決擁護國府，政治立場極右之青年黨者。其雖較缺乏群眾基礎，但因網羅一批學者名流，擁有清望和高知名度，故實力仍不容小覷。 


1947年

1月7日
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特使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在調處國、共兩黨爭端失敗，離華返美時，曾發表一聲明，將調處失敗的責任歸咎於國、共「雙方之極端分子」，並認為要挽救這種情勢，「唯有使政府中與小黨派中之自由分子居於領導者的地位」，才有可能根本改變這種情況。馬歇爾的這個觀點，一般咸認為是中國「第三勢力」一詞之濫觴。

细节：戰後國、共劍拔弩張的時代，「民盟」即以「第三方面」調和者身分，穿梭於國、共兩黨高層間，最終雖調解失敗，但卻引起國際間對中國這股標榜自由民主為理想之政治團體的注意，其中尤以美國為最。 

1949年

8月15日
李宗仁与美使馆顾问何义均，立法院长童冠贤，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等反复研究，最后决定在香港组织“第三势力”，并成立“自由民主大同盟”，推动顾孟余出面领导，由他从旁支持，程思远负责居中联系。 

“第三势力”的自我定义：

一、為代表民主自由的勢力 

细节：史農父於〈中國第三勢力究竟在那裡？〉言：「第三勢力名詞的又一由來。在極右的政治法西斯作風之下，人民沒有民主自由。在極左的布爾希維克政治之下，人民也沒有民主自由。然而爭民主爭自由是人民的共同要求，爭民主爭自由的勢力便是第三勢力。」但由於國、共兩黨亦標揭民主自由的招牌，為免魚目混珠，王厚生以為「區別國共的民主自由和社會上民眾所要求的民主自由有所不同，我們要把民眾所要求的民主自由勢力稱呼為『第三勢力』。所以確實地言，第三勢力就是民主自由勢力，第三勢力是民主自由勢力的代名詞，不過必須弄清楚，這個以『第三勢力』之名為代表的民主自由勢力是由民眾的民主自由要求所匯合而成的力量，而不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少數勢力。民主自由的勢力既然是真正的第三勢力，那麼其信念為何呢？盛超說：「第三勢力運動既以真正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國之創建做它的最高信念，我們運動的方向當然是以中國人民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為指歸。第三勢力不僅在國、共兩黨之外尋求出路，它也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另闢新道，更在自由世界對極權帝國主義的戰鬥勝利之中創建新中國，以拯救中華民族於水深火熱之中。」

二、為象徵中國人民的自覺運動。

细节：這種人民的自覺自救運動表現於軍事上，為大陸上各地農民武裝抗暴運動；在政治上，則為自由民主人士的聯合運動；在文化上，即係否定舊勢力、反抗共產黨、開拓新生道路的言論及反馬列主義的運動。

三、為民主中國運動。
细节：《自由陣線》負責人謝澄平曾提：「『自由陣線』創立之初，我們就明確指出中華民族面臨有史以來的空前危機，我們立願推進民主中國運動（先名第三勢力運動，後稱新勢力運動），以期搶救中華民國。」而此民主中國運動，就其基礎和動力來說，可以說是中國人民自救運動，就它必須經歷的過程和階段而言，可謂為聯合反共運動，但終極目標仍是民主中國運動的實現。

四、為綜合性的運動。

细节：勞乃人在〈第三勢力與知識份子〉文中說到：「第三勢力運動應該是一個全中國被奴役被壓榨的同胞的自覺運動。它不僅是一個政治運動，而且是一個社會運動、文化運動。第三勢力，不只要否定政治上的第一第二勢力；同時要否定社會，文化方面的第一第二勢力。」黃新民則云：「第三勢力運動，消極方面是反專政、反侵略、反飢餓、反殘暴、反貪污的運動，積極方面是爭獨立、爭民主、爭自由的運動。前者的目的是在推翻專制王朝，是革命性的行動；後者的目的是在創設一個人人安樂的國家，是積極性的行為。所以第三勢力運動，統括說來，是革命建設的運動。」31總而言之，第三勢力是一個非常的政治運動，是一個革命運動，同時也是一個新的思想鬥爭運動。這個運動在中國是創舉，是一個偉大的歷史性的創舉。

第三势力的自我定位
“國民黨統治大陸時代，只有人民與政府之間的矛盾，亦即官僚、豪門與人民之間的矛盾，今日共產黨統治大陸，情形亦復如此，也只有人民與政府之間的矛盾。人民要自由，共產黨不給；人民要民主，共產黨不准；人民要和平，共產黨要戰爭；人民要國家獨立于國際社會之林，共產黨要一面倒；人民要與一切以友好善意待我之國家合作，共產黨偏聽命於莫斯科，排斥西方民主國家。這是中國社會當前面臨的另一個特殊形勢─人民之間沒有矛盾，人民與政府之間卻存在著尖銳的衝突。”
——〈論我國的第三勢力〉，《再生》香港版第2 卷第24 期（1951年9 月16日），頁2。

细节：這種人民與政府間的尖銳衝突，有朝一日終將爆發，在中國人民了解只有從共產黨鐵蹄之下再解放出來，才有生路；而臺灣的獨裁政權與其特務統治和腐敗政治，又不能當此大任，於是一個新勢力的產生就是理所當然而勢所必至的了。至於第二點，《自由陣線》以為，要構成一個世界自由民主陣線的整體，便不能缺少中國人民爭生存、爭自由的新生力量。世界自由民主陣線正急切的期待著中國新生力量的成長，好把東西兩方面的自由陣線連接起來；如此對冷戰有個全面的安置，對熱戰也才有一個善後的準備。所以說，第三勢力的源起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它是有其內在生長的社會條件和外在大時代的需求所致。（比较去殖民化浪潮与欧洲冷战）

易言之，第三勢力，它不是跨於國、共兩黨之間，而是超出國、共兩黨之外，它不是調和折衷於國、共兩黨之間，而是對國、共兩黨有所否認與批判。 


9月
“自由民主大同盟”在广州秘密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顾孟余为主席，童冠贤、程思远、邱昌渭、黄宇人、甘家馨、尹述贤，李永懋为干事。会议并推举童冠贤为书记，程思远为副书记，周天贤为组织组长，涂公遂为宣传组长，何义均为政治组长，陈克文为财务组长。李宗仁援助港币20万元为开办费。

细节： 李宗仁在廣州時，曾以「代總統」名義發給青年黨、民社黨各兩萬銀元作為疏散經費。青年黨即以這筆錢，在香港創辦《自由陣線》週刊，該刊由左舜生主持，然不久即面臨財務困難，曾向台灣國民黨請求補助並獲得應允，後因該刊言論轉趨激烈，國民黨因此停止補助。 

遠在民國 38 年李宗仁代總統時代，當時國民政府大勢已去，李宗仁在離國以前，紛紛對有關的政治人物和政治團體，大放交情，拚命拉攏，有的送錢，有的送官，有的送護照，自己則希望去美國取得美援後東山再起。青年黨也就透過總統府邱昌渭的關係（邱早年為青年黨黨員），分到了4萬銀元券，這一筆錢即由謝澄平經手，以團體名義領到，分了一部份給臺灣青年黨總部，其餘的便在九龍牛池灣的一個村落，租了一塊地皮，修了一些房屋，作為香港青年黨人的落腳地，也就成為後來『自由出版社』的大本營所在。一方面由於錢的數目太少，粥少僧多，無法分配；一方面也由於青年黨人參政的時間較短，鬥爭意志尚未完全淘汰腐朽，所以便將這一筆錢創辦了『自由陣線』週刊。
        ——郭士，〈「自由出版社」滄桑史〉，《醒獅月刊》第1 卷第1 期（民國52 年1月1 日），頁8。

10月
“自由民主大同盟”从广州迁到香港，在香港又吸收一批新成员。在香港又吸收一批新成員，其中有前清華大學教授張純明，前東北大學校長黃如今，原屬CC 派小組織「革新俱樂部」的立法委員王孟鄰、邵鏡人和前北平市教育局長王季高等人。其干事会每周举行一次，并决定办一宣传刊物，名为《大道》，顾孟余自告奋勇任总编辑。

12月
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香雅各Dr. James McCure Henry于解职过港返美时，鼓励张发奎出来组织“第三势力”。

细节：前廣州嶺南大學校長香雅各（Dr.James McCure Henry）於解職過港赴美時，會晤了昔時廣東軍政領袖張發奎。晤談中，香雅各積極鼓勵張發奎出面領導反共游擊戰爭，並暗示倘張願意出面，美國將會予以支持。 

细节：“第三势力”的目标：

冷生說：「第三勢力的使命，就國內言：應該在國、共兩黨之外，以絕對超然的地位，別樹一幟。打破暴君統治的鐵牢，開闢國家民族新生的大路。就國際言：應該在民主國家集團與極權國家集團的對立之下，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矛盾之中，另闢蹊徑，尋求世界和平的坦途，導引人類歷史趨於合理正常的發展，謀取人類生活的繁榮康樂，長治久安。這是人類歷史的遠景，中國第三勢力者應當勇敢的負起加速此種遠景實現的責任。」
——冷生，〈第三勢力的幾個基本問題〉，《自由陣線》第2 卷第8 期，頁7。

至於近程的奮鬥目標，《自由陣線》言：「第三勢力努力的指標，不僅在摧毀舊的，黑暗的，更著重於新的，光明的建設。我們的努力不是衝動的，盲目的，而是有明顯的目標和確實的途徑。我們的基本信念，就是新中國建設的遠景。」而此一遠景之藍圖，即求中國與世界之臻於「政治民主」、「經濟公平」、「文化自由」的理想社會。故具體言之，吾人可歸納第三勢力運動的使命有三：近程─摧毀中共政權，恢復祖國獨立。中程─確立民主制度，還我人民自由。長程─打倒極權主義，永建世界和平。

1950年

韩战背景： 
基本上，在大陸淪陷後，「韓戰」繼之而起的五○年代初期，美國為對抗共產主義在亞洲的擴張，積極採取行動以謀因應。當時美國對付中共的策略，是雙管齊下進行的。「韓戰」爆發後，美國與蔣介石的國府重修舊好，除外交上承認中華民國，軍援、經援也源源而來，希望強化台灣對抗中共的實力。另方面，在中央情報局的佈陣下，美國也以香港為大本營，透過金錢援助，扶持既反共又反蔣的第三勢力團體。美國此舉，除反共因素外，顯然對台灣的蔣介石政權，仍存有戒心。 

细节：美国为什么想扶持“第三势力”？
根据美国国务院解密档案揭示，韩战期间，在美方眼中，蒋介石声称全中国大陆有四十万名反共游击敌后力量仍效忠于他的说法，并不可靠。国民党充其量仅能控制福建、江浙沿海与部分华南地区的零星游击武力。此刻，美国国务院决策层所提出的可能方案，是“改变国民党领导阶层，同时运用第三势力”，一来设法铲除蒋介石与其所属的国民党旧势力，让西方国家不再批评华府重新恢复对蒋的支持（Before the “Loss of China” Thesis）；二来如果蒋介石的力量能够被铲除，则可减少台湾新的领导班底与海外第三势力的竞争与摩擦。虽然美方预见蒋介石下野后的台湾新政权，仍不脱被国际间批评为美国的附庸，然而藉由第三势力适时加入台湾新政局，将可以抵销此类批评。 

就在美國的「金錢」攻勢下，當時困居香江，經濟非常拮据的一些過去在中國略具知名度與影響力的政治人物，成為美國物色網羅的對象。而彼輩為得到美援，也積極配合希望得到美國的青睞。當時這些人的身份，約可分為四類：（1）國民黨軍政界人物：如張發奎、顧孟餘、許崇智等；（2）民、青在野黨領袖：如左舜生、李璜、何魯之、張君勱、伍憲子、李微塵等；（3）民意代表或失意政客：如童冠賢、黃宇人、王孟鄰、邵鏡人（CC 派人物）；張國燾、宣鐵吾等；（4）知識份子和桂系人物：如黃如今（前東北大學校長）、張純明（前清華大學教授）、王季高（前北平市教育局局長）；黃旭初、程思遠（後二者為「桂系」代表）等。
1月13日
桂系军队在大陆全部遭到歼灭，李宗仁辞去代总统。其桂系之亲密战友黄旭初致函李宗仁组党，李回复认为时机尚未成熟。香港的“第三势力”运动遂以顾孟余，张发奎为中心，组成“张，顾联盟”。

细节：但是与此同时，李宗仁在其私人秘书甘介侯的陪同下，与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官员见面，告诉美方他在香港的众多桂系粤系门生，可以一呼百应组建第三势力，统筹台湾以外的中国大陆的庞大地下游击组织，形成一股新的政治力量。

1月17日
Philip Jessup从台北飞抵香港，指示驻港美国总领事馆有关负责人员，积极设法支持海外“第三势力”组织。此时香港的“第三势力”运动，又增加了青年党，民社党的领导人李璜，左舜生，张君劢等人。

细节：就在《自由陣線》面臨停刊命運之際，「及時雨」出現了，時美國巡迴大使傑塞普（Philip Jessup）正在香港，謝澄平透過管道與傑塞普見面時，知其曾任哥大教授，遂以曾留學哥倫比亞大學，執弟子之禮甚恭而獲傑氏好感，傑氏答應以「亞洲基金會」名義，給予每月兩萬美元的補助。 

張葆恩：“一日，澄平於過海輪中巧遇盧廣聲，盧告訴澄平傑塞普已到香港，可透過尤金見傑氏。澄平即將此事就商於何魯之，何氏贊成其積極採取行動。澄平隨即到美國駐香港領事館求見尤金，但出來接見的是S 君，從三十九年元月起，澄平與S 君多次見面，最後敲定以《自由陣線》週刊和美方合作，先從文化方面做起，建立重點，由文化運動，發展到政治運動，再進而及於軍事的運動，形成第三勢力的整體架構，以達成反共復國的使命。”

《自由陣線》至此乃由謝澄平接手，並擴大規模辦了「自由出版社」及《中聲日報》、《中聲晚報》等刊物，形成所謂的《自由陣線》集團。 

1951年

4月1日
在港英当局的干涉下，“第三势力”在香港的行动不得不有所顾忌及收敛。“自由民主大同盟”已经名存实亡，所办的《大道》杂志也只出了四期，便无疾而终。未幾，甘家馨、涂公遂等人主張另起爐灶，另辦一刊物，定名為《獨立論壇》，甘家馨、涂公遂任編輯，於1951年4 月1 日出刊。由青年黨謝澄平所主導，邀羅夢冊、張國燾、程思遠、董時進、伍藻池、黃如今等人加入的「民主中國座談會」亦宣告成立。 

细节：當時謝澄平以《自由陣線》為言論喉舌，對倡導第三勢力運動非常積極，嘗與張國燾、顧孟餘、何魯之、童冠賢及自己舉行五人茶話會，每星期四舉行一次，開會地點多在童冠賢家裡。後又加入黃宇人、程思遠、張國燾、董時進、伍藻池、黃如今、羅夢冊、史澤之等，舉行跨黨派九人定期座談會。後謝澄平認為可以將座談會擴大為組織，並命名為「民主中國」，主張從教育著手，培育下一代，奠定組織的社會基礎。

夏
而顧孟餘在與美國哈德曼（Hartmaun）見面後，有了美國的支持，亦不甘示弱的聯合了張發奎、伍憲子等重行活躍起來，並決定辦一週刊，取名《中國之聲》，以張國燾為社長，宣傳「第三勢力」運動，張國燾的琵琶別抱，「民主中國座談會」旋告結束。 

1952年

美方干预建立军事情治系统：
韩战爆发后，美国陆军战略情报部门拟设立临时任务编组性质的“敌后工作委员会”，以配合中央情报局组建对中国大陆的情报网，为此美方急需物色一名合适对象，协助训练游击部队执行敌后工作。这个人就是蔡文治。

细节：Who is 蔡文治？
蔡文治毕业于陆军大学第十三期，抗战时期曾任职于军事委员会司令部，一九四二年起派驻华府，服务于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并曾代理团长职务。一九四四年，他曾参与同盟国联合参谋部军事会议，协助制定盟军的亚洲作战计划，日本投降后，他随何应钦将军赴南京主持对日受降仪式。一九四六年起，先后担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委员、参谋长，一九四八年转任国防部第四厅厅长，第二年调任第三厅厅长。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失守前后，蔡文治曾于东南沿海各省组织游击队，打算以香港为基地，采用海上补给的方式，长期抵御解放军南下。这个方案当时曾经获得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地区负责人Fred Scholtus大力支持，并将蔡的方案呈报华府。国民党内战全面失利后，蔡逃亡香港，但是仍然通过Scholtus向华府游说，宣称他当时仍掌握中国大陆近百万的游击武装力量，并要求华府提供经费、资源和海外基地，以推动训练补给等任务，双方一拍即合。 

Scholtus代表美方与蔡文治签订秘密合约，美方同意支持蔡文治领导“自由中国运动”，在华南地区从事游击活动，美方除了提供装备补给与物资之外，还在日本东京神奈川的茅崎市设立自由中国运动总部，作战学校与通讯学校，同时在冲绳的美军基地内设立游击队员训练基地，并在美国所属的太平洋塞班岛上设立军政干部学校。

细节：马尼拉的“第三势力”基地
美方获取菲律宾总统季里诺的首肯，以马尼拉作为训练第三势力的基地，准备举办如下四种业务：一，筹办大学一所，收容港、澳流亡青年与海外侨生，作为将来第三势力的基本干部；二，设立一个专业训练班，训练军事与政治干部及军事情报技术人员，作为储备日后接管台湾军政业务人才所需；三，设立一间研究所，收容由中国大陆逃亡的教育与文化人士，并研究登录后各项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四，筹办一份报纸，销售南洋各地，以海外侨胞为宣传对象。

美方授意介入组建政党：
但就在謝準備籌組之際，又出現一位H先生，此公支持張發奎，因張主持廣州行營時與其有接觸，H先生是美國中情局的華南首腦；S 君則是華中的負責人。然張發奎以自己是軍人不懂政治，乃向H先生推薦顧孟餘，於是第三勢力形成所謂的「顧、張」局面，且欲組新政團。澄平為此事曾請詢S 君，S 君建議澄平與渠合作，澄平最後見了H先生，也引薦顧孟餘見了S 君，此為美國推動中國第三勢力雙頭馬車的局面。S 君支持謝澄平；H 先生力挺顧、張，為避免力量分散，澄平一派基於第三勢力大聯合的考量，遂放棄自組政團，轉而加入張、顧新政團的籌組工作，此即日後「戰盟」之組織。

1950年代初，果然有三位美國人帶香雅各的信至香港，其中二人，一人名為哈
德曼（Hartmaun）；另一人為柯克（Cooke），他們聲明渠非代表美國政府，而是代表美國民眾前來協助中國發展第三勢力。逢此難得機會，許崇智表現的最積極，許逐一聯絡了童冠賢、彭昭賢、張國燾、宣鐵吾、上官雲相、胡宗澤、梁寒操、方覺慧、張任民、伍憲子、伍藻池、王厚生、金侯城、左舜生、顧孟餘、王正廷、任援道、鄧錦章、趙立武等人，發起組織了「中國民主反共同盟」。 

3月23日 
民社黨主席張君勱應張發奎邀，由印度經澳洲抵港，與張發奎、顧孟餘、李璜、張國燾、李微塵、童冠賢、金侯城、毛以亨、伍藻池等晤面，又掀起第三勢力另一波高潮，彼等決定成立「中國自由民主戰鬥同盟」（即「戰盟」），並委張君勱為該同盟駐美代表。

细节：张发奎向包括魏德迈将军在内的美方重要军政人物，引介他的美国友人Loy H. Locke，担任其在美国的全权代表，统筹战盟在北美地区的业务。 

張發奎即與許崇智發生不合，張另找顧孟餘合作，欲另組新政團，美方雖介入協調，仍無結果。後美國亦知道許崇智並無多大號召力，且所提計劃也不切實際，故棄許而支持張、顧。 許之組織因得不到第三勢力人士的支持，旋即解散，迨「戰盟」成立後，許、張前嫌冰釋，許才加入「戰盟」，擔任中央執行委員職務。

细节：战盟与“自由中国运动”的恩恩怨怨
美方尝试居间撮合战盟和“自由中国抵抗运动”两股势力。张发奎试图在港、澳一带负责招募来自华南地区的流亡青年，送往冲绳岛接受蔡文治领导的自由中国运动所属各学校进行密集训练，作为日后筹组游击部队的生力军。此刻，蔡文治则需要借助张发奎在华南地区的影响力来号召该地区的地下游击势力，以确保能够继续获得美方青睐。 

为此，他特别调整自由中国运动总部的组织建制，增设军事委员会，并礼让张发奎出任总司令一职，蔡本人屈就副总司令兼陆军总司令。但是，张发奎非但不为接受，倒是反过来努力游说蔡文治解散其组织，改为加入其所领导的战盟，以扩大整个“第三势力”运动的基础。合作一事最后无疾而终。

5月11日 
有鑒於香港第三勢力團體的各立山頭，力量分散，在美國強力主導下，張發奎、
顧孟餘等決定整合擴大第三勢力組織，將第三勢力建立成一股容納各黨派，有效且有力的反共聯合陣線。其步驟先由彼時在港的各黨派推出代表若干人，再由張、顧邀請參加座談交換意見，最後則成立籌備會，並推選出常務委員主持會務；和負責與美方簽署協定事宜。 

细节： 張、顧基此原則，於是先提出一組八人名單，計張發奎、顧孟餘、李璜、張君勱、伍憲子、童冠賢、張國燾、黃旭初等八人。嗣美方以人數過少，不足以反映各黨派力量，張、顧乃又提出廿五人名單，分別為張發奎、顧孟餘、童冠賢、許崇智、上官雲相、彭昭賢、宣鐵吾、張純明、張國燾、何義均、黃宇人、黃如今、甘家馨、黃旭初、徐啟明、周天賢（以上國民黨）；張君勱、伍憲子、伍藻池、王厚生、李微塵（以上民社党）；李璜，左舜生，谢澄平，何鲁之（青年党）。廿五人名單出爐後，張、顧旋於1951年5 月11日邀大家見面，並宣示建立組織之必要。後因內部意見紛歧，未能取得共識。

6月2日 
张发奎，顾孟余再度组织聚會。除原則上決定凡係反共人士不屬於台灣者，一律邀其參加，會中並推張發奎、顧孟餘、伍憲子三人為組織成立前對外折衝的代表。所謂廿五人代表，既各有考量，意見復不一致，最後張、顧欲籌建第三勢力聯合陣線之企圖，不得不終歸沈寂。 

细节：迨張、顧將名單擴至廿五人時，將左、何、謝三人列入，並許左舜生為常
務委員。然左、何等因與李璜不睦，且知李參加在先，故均婉拒參與。次外，青年黨內部問題複雜尚有二因：一則謝澄平有自己的美國管道，並接受美國津貼，深恐一旦加入，美援統一支配，對其未必有利。而李璜因左舜生已被推舉為「戰盟」常委，自己反而落空，面子殊掛不住。 

這個「第三勢力」的最高組織是由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政治部主任授意下成立，由顧孟餘、童冠賢、何魯之、謝澄平與政治部主任接頭，其後顧等四人與張國燾秘密組織了一個委員會，定名為Steering Commitee，最初譯為「指導委員會」，後經顧孟餘改為「調度委員會」，其宗旨在於策動留港中國民主反共人士的聯合
運動。 

10月10日
張發奎、顧孟餘又另行籌建「自由民主戰鬥同盟」，明顯和台灣國民黨唱對台戲。該盟以顧孟餘、張發奎、張君勱、童冠賢、張國燾、李微塵、宣鐵吾等七人為中央委員，甘家馨為秘書組長，周天賢為組織組長，涂公遂為宣傳組長，黃如今、何正卓、邵鏡人、王孟鄰等也分配在各組工作。

台灣的國民黨當局也正在台北召開「七全大會」，「戰盟」選擇同一天成立，顯然有和台灣互別苗頭、互相較勁的意味。

细节：How about 自由中国抵抗运动？
战盟的几位重要成员干部仍于1952年秋天前往冲绳岛，参与协助自由中国运动训练游击人员的计划。在美方军事情报系统支持下，战盟与自由中国运动曾经自香港与日本发动几次对中国大陆极为失败的游击与敌后空投任务。但是，蔡文治却继续不断向美方吹嘘他仍牢固掌握中国大陆各地的敌后人员，一旦自由中国运动发动敌后行动，将可与大陆内部的敌后人员里应外合。美方对此深信不疑，因此将在冲绳与塞班岛结训的学员一批批送到中国大陆进行所谓的“敌后工作”，结果这些人要么下落不明，要么被中共当局逮捕处决，这个任务最终沦为了不切实际的幻想。 

1953年

1月15/16日
顧孟餘曾以＜中共現狀與其命運＞為題於《東京評論》發表，正式提及「戰盟」「反共反獨裁」的成立宗旨。《東京新聞》也連續發表了顧孟餘同日本新聞界著名人士阿部真之助的談話。當阿部問到「戰盟」時，顧氏說：「我們發起中國自由民主戰鬥同盟已有三年，為要慎重，故未發表，直到最近，始出宣言。暫時以張君勱、張發奎兩先生及鄙人三人之名出面，宗旨則在反共反獨裁」意思是搞兩面作戰的第三勢力。

细节： 它的基層組織是小組，以香港居多，約有十幾個小組。「戰盟」的主要活動是文化宣傳，它擁有四個刊物：分別是《獨立論壇》（黃宇人主持，甘家馨、涂公遂等主編）、《再生》（張君勱系統，王厚生主編）、《中國之聲》（社長張國燾；主編張六師，編輯陳濯生、孫寶毅、李微塵、徐亮之等）和《華僑通訊》（主編不詳）。此外，它還贊助、支持如《人言報》、《中聲日報》、《中聲晚報》等幾種報紙，並準備編輯叢書及開辦大學。另一項活動是聯繫華僑，「戰盟」曾派人分赴澳洲、印度等地，企圖擴大在僑界的力量。

1月20日
張君勱仍不氣餒，靠過去關係，張拉攏了民憲黨代主席李大明和洪門致公總堂
會長譚護加入「戰盟」。兩黨聯合發表宣言，提出倒共、復國、民主三大救國目標。

2月24日 
兩黨還致電蔣介石，勸其召開國是會議，改組現政府為聯合政府，調整現有軍事體制，政黨撤離軍隊，取消特務制度，釋放一切非共黨之政治犯，恢復憲法，使人民享有一切人權自由。

11月16日
「戰盟」於《再生》發表宣言，揭示該盟五大信念：

（一）人類最主要的活動目的，是在於獲得自由，包括個人生活的自由和人格發
展的自由。（二）人類思想之所以進步，文化之所以發皇，是得自於互異的、多方面的發展，統制文化，統制思想，只有凍結人類創造的活力，窒息人類發展的生機。（三）自美、法革命以來，民主精神和民主制度已成為人類政治發展的主潮，任何形態或假借任何名義的獨裁，任何主義下的極權制度，都違反這主潮和傾向，都沒有存在的價值。（四）私有財產是與人類文明同時俱來的，由於文明的演進，私有財產的範圍、來源和其性質雖有變遷，然迄於今日，私有財產制度在原則上還有其存在的理由，各個人保持有限度的私產與平均財富之政策，實可並行。（五）國家的職司，對內是在維繫社會間的關係，協調人民的利害，使之趨於大體上的和諧；對外則是協調國與國間的關係，並維護其人民全體利益，不受外力的侵凌。因此，國家施政機構（政府），對內不得有挑撥其社會間矛盾的行為，和施行任何迫害及榨取其人民的政策，對外更不以任何理由自行強制使其國家成為別國的附庸。 

除宣言外，「戰盟」還標舉十二條原則為奮鬥目標，舉其要者如：推倒中共一黨
專政與極權主義；爭取保障信仰、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之自由；軍隊屬於國家，任何政黨或個人，不得憑藉武力為奪取政權的工具；爭取國家獨立，民族平等，反對一邊倒政策，不承認中共政權所訂立的任何喪權辱國條約；保障自耕農，並推行合作經營制度；實行民主企業制；鼓勵對外貿易之自由發展；推行社會福利制度和地方自治；實行教育機會均等，普及義務教育；推行公共衛生，促進民族健康等。

细节：战盟之分化
基本上，「戰盟」的擴大組織，其實只是高層名單增加若干人，本身並無多大意
義，且未幾內部即發生分裂。首先是「戰盟」兩大實力份子蔡文治與謝澄平，在「戰盟」成立後反成了次要角色，於是蔡表示不滿，謝亦態度消極。本來美方情報人員，預備將「戰盟」遷往東京或沖繩，成立一個「政府」，並醞釀以許崇智為主席。在美方的催促下，張發奎已準備率領人員前往沖繩執行其所謂「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職務，但因蔡文治反對而未果。而「戰盟」內部也以許崇智老邁無能，不接受其任主席。所以「戰盟」的領導層仍以張君勱、顧孟餘、張發奎為主，一時有「張、顧、張」之稱。

其次針對台灣收買伍憲子，企圖分化「戰盟」事深致不滿，伍憲子在國民黨重金引誘下，赴台參加民國40 年雙十國慶，雙方並在事前相約嚴守祕密。豈料伍憲子到台後，國府當局卻故意介紹他同美國大使館的官員會面。隨後台灣當局再向美國提出抗議，說華盛頓正在支持台灣，另外又支持張、顧在香港搞第三勢力來破壞台灣。張、顧對台灣當局收買伍憲子事深惡痛絕。 張發奎雖對台灣分化「戰盟」一事非常不滿，但其對蔣態度仍有所保留，他說：「我不反對政府，亦不反對蔣先生，但是我有意見，不能不提出。」另一「戰盟」大將顧孟餘雖也反對蔣之獨裁，但亦無意把蔣或國民黨拉下台，他甚至表示：「台灣政治雖有許多不滿人意之處，但它此時在國際間尚是自由中國的象徵」，應該「支持並鼓勵台灣國民政府對共產黨之間的鬥爭。」由此可見，顧、張等人對國民黨和蔣尚有所期待也。至於張君勱的看法則較激進，他認為國民黨與蔣均已腐朽不堪，欲建立一個民主憲政的新中國，只有端賴於中國的第三勢力運動，故對蔣及國府不應抱有任何幻想。「戰盟」高層既然對國府及蔣態度分歧，勢必影響彼此間的團結，後來引起磨擦也就不足為奇了。


1954年

1月31日
顧建議張發奎，要求「戰盟」暫時停止活動並且改組。顧認為「當時只宜由少數穩健可靠同志，相互作精神上之聯繫，而不可為形式上之組織；只宜作事實與理論上之研究，而不可為公開之號召」。 

细节：而台灣方面不斷滲透「戰盟」，也是導致「戰盟」瓦解的另一因素，為此，顧孟餘曾一再致函張發奎、童冠賢，認為「戰盟以往表現不好，要求在組織內部肅清間諜、一切破壞份子、一切投機政客、個人出風頭、妄言妄動者。」懷疑「戰盟」內部有奸細、有破壞份子。

3月
同年3 月下旬，張發奎派童冠賢赴日與顧商量改組「戰盟」事，顧要求將「戰盟」改名為「中國自由民主同盟」，並提出改組意見七條，張君勱同意顧清除內奸之意見，但反對改名及停止活動。張謂「旗號一旦樹起，不應退縮。」

8月18日
8月27日
張發奎在香港兩度集會，決定澈底改組「戰盟」，成為聯合性的組織，但仍保留「戰盟」名稱。張並且決定成立「改組籌備委員會」，負責改組事宜。

9月8日
顧孟餘以改組無望，致函張發奎，認為「今茲決定，與當時所商根本不同，弟不得已只得退出公司，以後一切概不負責。」正式宣佈退出「戰盟」；未幾，張君
勱亦在美國宣佈退出，並去美國司法部撤銷登記。顧、張相繼退出「戰盟」後，張發奎的態度亦轉趨消極，1955年，分崩離析的「戰盟」終告結束，存在時間僅三年餘。 

9月23日 
「戰盟」也曾企圖聯絡亞洲的反共力量，並鎖定以越南為基地。1954年9 月23 日，張發奎致函張君勱，內稱「如能得吳廷琰氏同意，誠為最好良機」、「吾兄與吳交厚，一言九鼎，倘能促成，不但可助越吳反共，而吾人亦可藉彼之助，奠反共
復國之業」。張發奎還和韓國駐南越公使崔德新聯繫，支持他組織所謂「中韓越三國軍事同盟」，函稱「倘由此三國軍事同盟逐步演化而為自由亞洲同盟，以與自由世界配合呼應，則蘇俄侵略野心之戢止，中共政權之削弱，固易如反掌矣！」據說，「戰盟」還派人潛赴大陸進行地下活動。 


“战盟”为什么会失败？

（一）、美國援助的斷絕：美國在五○年代初期，積極支援香港的第三勢力運動，
其實是有其國際客觀環境的需求。

细节：當年亦曾參與第三勢力運動的青年黨領袖李璜，於此背景即看的很清楚。李璜說：「韓戰」爆發後，中共出兵朝鮮「抗美援朝」，與美軍打得異常激烈，一時戰況粘著，美國人便想在中國南方有所活動，以便牽制共軍，因而看上了香港這類的自命風雲人物，而派人前來接頭。香港既是英國殖民地，美國自無法自己動手組織以至進軍，則只有利用在港這類人物，而以金錢助其組織情報機構，或俾其暗中號召尚在國內南方流離失所之舊部。於是反共號召，三三兩兩，以組織誇稱者，一時不乏其人。也有的大吹大擂，接洽不得其法，並未得到美金；有的得到美金有限，粥少僧多，虛應故事；及至牀頭金盡，無以為繼，而壯士無顏色了。

而美援之所以中止，除看清「戰盟」這批人物不足有為外；台灣國府的抗議，亦
是另一原因。

细节：茲以美國華府檔案為例證明之，「民國四十二年六月，雷德福準備卸下
太平洋美軍總司令的職務，回華府出任參謀首長聯席會主席。六月二日至六日，他和雷德福夫人訪問台北，住在蔣介石官邸，與蔣介石有三次「國務院感興趣的會談」。雷德福與蔣介石關係不尋常，因此，他可以坦白的以逆耳之言，與蔣介石討論一些敏感的內政問題。蔣介石的興趣是韓戰停火後的美國政策動向、英國對美國政策的影響和他不滿美國支持「第三勢力」，給予第三勢力訓練、補助及其他鼓勵，實不合美國所稱要加強中華民國政府的意向。雷德福承諾盡他所能制止這類活動，並預期可以成功。尤其「韓戰」結束後，彼輩第三勢力運動政治人物，因不中用而喪失利用價值，在美國無所求於彼的政治現實下，其被拋棄及中止美援，自在意料之中。難怪當年第三勢力要角之一的程思遠客觀評論道：「戰盟」的失敗，固有其內在原因，但主要還是由於美國改變政策，外因比內因重要。

（二）、內部之內閧：中國人「勇於內鬥」，始終是擺脫不掉的習氣，當初從事第三勢力運動的這批人也不例外，尤其在高層領導群中更是如此。

细节：例如顧孟餘排斥張君勱和張發奎，而張發奎與顧也貌合神離。其後又有張國燾與李微塵的意見不合，憤而辭去《中國之聲》雜誌社長職務；繼而顧孟餘和李微塵亦因李文章內容太過武斷（李文原稿指國民黨人盡是貪污之輩），建議李修改，李不接受而交惡；後來導致顧孟餘、張國燾相繼宣佈退出「戰盟」。故雷嘯岑在評論＜香港的第三勢力運動＞時，不無嘲諷的說：「據我的體驗所及，
中國高級知識份子祇要有三個人在一道搞政治活動，內部必然發生爭奪領導權的醜劇，雖把團體弄垮，亦所弗惜。主要原因是大家皆基於『為貧而仕』的下意識，靠政治活動以求生存，所以必須爭取領導地位，纔可望在政治上獲致顯貴職位，博得豪華的生活享受。」誠然如是，觀乎許崇智、李微塵、伍憲子等輩之行徑，雷氏之觀察可謂洞若觀火，深入透澈矣！所以說，「戰盟」內部的糾紛迭起，共信不立，互信缺乏，亦是失敗之另一主因。

（三）、缺乏群眾基礎：「有將無兵」，坐而言，不能起而行，更是「戰盟」瓦解失敗最主要的致命傷。

细节：王厚生曾於《再生》發表＜第三勢力與憲政＞一文，內中強調「我們希望第三勢力興起來，強大起來不能單單寄期望於第三方面的幾個政團和少數人，應該寄期望於全國的廣大民眾，因為祇有廣大民眾的要求，第三勢力方才有興起
之可能。」而于平凡於《中國民主自由運動史話》書中也提及「中國第三勢力運動，當然是以廣大的人民為基礎的。」問題是，知道是一回事，實際去做又是另一回事。李璜曾深刻提到這些從事第三勢力的人物群像，雖不少曾經赫赫一時之顯達者流，然其中或已宦囊豐裕，志在安享，或已久經坐廢，無復當年革命豪情。即有一二尚具豪情，而思聚眾，有所圖謀；但形隔勢禁，舊部星散；…..以言革命事業，則徒恃少數美金，當然只有聚議，必無行動可言。」

第三勢力在先天上亦有其侷限性，以致於其能發揮的功能有限，第三勢力的侷限性有：（1）角色的模糊，第三勢力雖然標榜有別於國、共兩黨外的一股政治勢力，走的是不偏不倚的中間路線，其屬性是客觀中立的。但這只是主觀的認定及理想，一落實到政治面時，很難說能維持不變，因此從事第三勢力者，常被批評為一群投機的「騎牆派」。（2）結構的脆弱，五○年代以「戰盟」為主體的第三勢力運動，其結構型態是以派系聯盟式的組織為主，這種聯盟式的組合方式，先天上有其脆弱性，因為容易造成分離主義及山頭主義。觀乎「戰盟」初始時，青年黨的分離與張發奎、張君勱、顧孟餘等高層領導間的各樹勢力，即為組織結構脆弱的具體写照。

（四）、香港英國政府的取締：此舉更是壓垮「戰盟」的最後一根稻草。 

细节：據雷嘯岑說，因為英國早已承認中共，因此港府原本嚴禁中國人在香港從事反共活動，稽查不遺餘力。然英國之所以特許「戰盟」公開活動，原因是張發奎於抗戰勝利後，奉命接收廣東與香港，迨英國派員前來接收香港時，張毫無刁難，無條件將香港交給英國。英國因此而感念張之友誼盛情，乃對張氏發起的「戰盟」另眼相看，網開一面。

對張發奎英國可賣面子，但對「戰盟」另一要角顧孟餘，港府可沒有那麼禮遇了。某次，港府政治部託人帶口信給顧氏，請他來政治部一談，顧置之不理；繼以書面通知顧氏，指定時間約他到部談話，他依然置若罔聞；最後乃出傳票，派警察把顧氏傳來，有如對待犯人然，讓他站立著聽訓一番，並威脅警告顧氏言：「如果你在香港搞政治活動，我們就把你驅逐出境」。遭此羞辱，顧氏只好離港赴日定居，於東京遙領「戰盟」職務。是以，在港府英方的取締下，「戰盟」高層四散各方，在群龍無首的情況下，「戰盟」之式微自在預料之中。

（五）、國、共雙方之夾擊：基本上，因「戰盟」係標榜反國、共兩黨的一股政
治勢力，故其從宣佈成立開始，即遭到台灣與大陸方面的極力反對與兩面夾擊。

细节： 蒋介石相当清楚美国正欲扶持有别于国民党的第三势力，因此特别派遣亲信杭立武，在1951年春天飞往华府与美方沟通，会晤对象是主管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Livingston T. Merchant。杭立武称第三势力缺乏武器、经费与政治资本，根本无法领导中国大陆境内的反共运动，因此美方应当全力支持蒋介石。

细节：國民黨一直把另立機構領取美元從事反共活動的中國人視為「第三勢力」，認為此輩在港澳與海外同國民黨的「敵後工作」爭奪資源、爭奪人才，故對他們毫無好感。因此透過內部的滲透，來瓦解「戰盟」，一直是國民黨的策略。程思遠不諱言說：「此時，台灣方面在港的工作人員已經滲入，選舉結果，當選者，不是台灣的特務，便是與他們有關的人。」民國43 年7 月5 日，張君勱致函友人，也提及此事：「一二年來，台灣專以毀戰盟為事。」而「日內瓦會議」後，中共國際地位提高，「戰盟」在僑界影響力也逐漸式微，張君勱於函中即坦承「經周氏日內瓦會議之後，即勱再去印度、印尼、馬來，欲求昔日之得華僑歡迎而亦不可得。」此信可謂將「戰盟」當時艱困處境具體道出，所以說，台灣與大陸方面的夾擊，也是「戰盟」散檔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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